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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史實論六朝標準音與商周雅言

徐 剛
【摘 要】六朝學者的標準音觀念，本質上是以當時的權威方
言音系，來規範讀書音。顔之推之所以將標準音定爲金陵音與洛下
音兩個，是因爲這兩個權威方言的差别本來就不大，可以認爲是同
一個音系。雖然有權威方言存在，但是現實生活中實際的“通語”，
是參雜各種方音成分的漢語變體。“洛生詠”也并非標準的洛陽讀
書音，而是吟誦的音調。商周時期的雅言的狀況與此相似。周人克
商，有意識地進行了政治、宗教等意識形態領域的變革。《詩經》的
雅是西周朝廷的雅樂，二南是各國諸侯的雅樂。從雅樂與政治意識
形態的變革，語音與樂律水土的關係的角度，可以推斷西周初年雅
言的標準音經歷了從殷商的政治中心安陽淇縣一帶向洛陽地區過
渡的過程，從此奠定了洛陽方言長期作爲漢語權威方言的格局。
【關鍵詞】雅言 標準音 顔之推 洛生詠 樂律 土中

一、問 題 的 提 出
我國在春秋時代就已經存在一種叫做“雅言”的通用語，這一點似乎已
經成爲共識。其直接證據就是《論語·述而》的一章：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何謂“雅言”？孔安國注：“雅言，正言也。”鄭玄注：“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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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劉台拱《論語駢枝》説：
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必正言其音，所以
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
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王之所以撫邦國諸
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正於王
朝，達於諸侯之國，是謂雅言。雅之爲言夏也。
①

可見傳統上對於“雅言”的認識，已經涉及“正音”，即標準音的問題。劉寶
楠《正義》明確提出，雅言的標準音是西周王朝首都豐鎬一帶的語音，他説：
“《駢枝》發明鄭義，至爲確矣。周室西都，當以西都音爲正。平王東遷，下
同列國，不能以其音正乎天下，故降而稱風，而西都之雅音，固未盡廢也。”
總的來説，傳統上對於雅言的看法，可以概括爲兩點：第一是雅言屬於
書面語的範疇，第二是雅言的標準音是西都音。
近代以來，學者對於雅言的認識，可以繆鉞在 １９４０ 年發表的 《周代之
雅言》一文爲代表，繆先生在文中對以上兩點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證，並明確
指出：“竊意當時于方言之外，必更有一種共同之語言，如今日所謂‘官話’
或‘國語’者，絶國之人，殊鄉之士，可藉以通情達意，雖遠無阻也。…… 孔
鄭皆以正釋雅，雅言之義，殆如今人曰‘標準語’。”
近些年來，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有一些新的進展。李新魁 《漢語共同
語的形成和發展》對雅言的標準音爲西都音這一點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
認爲：雅言“指流行於夏人所居之地的夏言，也就是中原地區的正言。這個
正言是以河南一帶的語言爲基礎的” 。
我們認爲，李新魁的看法大體上是正確的。不過，“河南一帶”，在今天
只是一個省，在商周時期卻分佈着很多諸侯或族群。把雅言説成是 “以河
南一帶的語言爲基礎”，似嫌過於籠統。何九盈《論普通話的發展歷史》則
②

③

④

見劉寶楠《論語正義》，《諸子集成》，上海：上海書店 １９８６ 年影印世界書局本，第 １ 册，第 １４４—
１４５ 頁。
第 １４５ 頁。
② 劉寶楠《論語正義》，
原載《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第 １ 集，１９４０ 年；收入《繆鉞全集》第 ２ 卷，
③ 繆鉞《周代之“雅言”》，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版，第 ２０ 頁。
１９８７ 年第 ５、
６ 期，
收入《李新魁自選集》，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④ 原文刊於《語文建設》，
第 １ 版，第 ２７４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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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確地指出，雅言的基礎方言是河洛話：“‘夏’，就是 ‘有夏之居’，這裏
特指河洛地區。‘夏言’就是河洛方言。夏言的範圍並不只是河洛方言。
它的基礎應該包括與戎狄相對的整個夏族地區。”
另一方面，也有把西都音與東都音統一起來的説法。張軍 《先秦雅言
的形成及其認同性影響》認爲，雅言是周族的語言：“雅言就是周代通行於
宗周成周王畿之地的周人自己的語言。雅言雖非一時一地之語言，但總之
就是作爲天下中心的王畿之地、周人族群 （包括貴族和平民 ）所用的
語言。”
由於漢語並非拼音文字，我們無法直接獲得先秦時期各種語言或方言
的實際音值，因而無法直接判斷當時各種方言之間的親疏遠近，也就難以
直接確認當時的權威方言或者標準音。因此，對於先秦時期的雅言的研
究，基本上只能通過文獻記載的史實來間接地加以推測，因此，有各種不同
的意見也就不足爲奇。本文想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嘗試從以下兩個角度
來重新考察先秦時期的權威方言或雅言的標準音的問題，以期引起大家對
於雅言的更深入的討論：
第一，雖然先秦時代關於雅言的記載罕見，但是漢魏以後，關於漢語語
音標準的討論開始出現，並且記録了不少漢語使用過程中出現的語音不正
的現象。因此，我們也許可以根據中古時期的語言狀況和中古學者的認識
水平，來對上古時期的雅言作一些推論。
第二，今天有一些新的出土文獻的資料，可以幫助我們更加細緻地理
解當時有關語言問題的歷史背景和思想觀念，可以啓發我們一些新的觀察
問題的角度，由此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雅言的性質和來源。
①

②

二、六朝的標準音問題
從上文所引孔安國和鄭玄的《論語》注可以看出漢代已經有“正音”的
觀念。正音必然涉及標準音的問題，不過，無論是鄭玄還是孔安國的注，對
於標準音的性質和内容都没有具體的説明，可能那個時候的學者還没有自
①
②

何九盈《漢語三論》，北京：語文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版，第 １５３ 頁。
張軍《先秦雅言的形成及其認同性影響》，《殷都學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９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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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地意識到這個問題。
我國古代的學者，明確地提出標準音問題的，可能要數南北朝時期的
顔之推（５３１—５９１）。《顔氏家訓·音辭》明確指出，古來的讀書音，由於古
今言殊、土風各異，産生了很多分歧和爭論，有必要以當時的金陵音與洛陽
音作爲折衷古今的標準：
夫九州之大，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 逮鄭玄注六
經，高誘解《吕覽》《淮南》，許慎造《説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
借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今殊别，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内言
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
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
兹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
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榷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
①

這段文字可以説明，顔之推提出標準音的概念，主要是爲了解決讀書時的
正音問題。他列舉了漢末以來的很多注音材料，這些是六朝人認識古音的
基本途徑。但是顔之推並不唯古是尚，他非常清醒地認識到，古今學者的
注音和反切都存在着很大的問題，《音辭》批評説：
《倉頡訓詁》反稗爲逋賣，反娃爲於乖；《戰國策》音刎爲免，《穆天
子傳》音諫爲間；《説文》音戛爲棘，讀皿爲猛；《字林》音看爲口甘反，
音伸爲辛；《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李
登《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須考校。
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爲在遘，《左傳音》切椽爲
徒緣，不可依信，亦爲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
譌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爲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
今北俗通行此者，亦古語之不可用者。
②

他把造成各種錯誤的原因概括爲“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
①
②

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３ 年第 １ 版，第 ５２９ 頁。
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第 ５４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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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古今學士“語亦不正”的現象在所難免，因此，就有必要 “正音”。但
是古代的讀音，六朝人當然不可能知道，他們只能根據當時的某種實際音
系來閲讀古書。所謂的正音，其實只是研究古書中的某個具體的字詞，在
今音系統中應該如何閲讀而已。因此，從實際音系的角度來看，標準音必
然是今音，而不是古音。這跟我們今天用普通話或某種方言的讀音 （如粤
語）來讀古書，面對的是同樣的問題。例如對先秦文獻中的某個“信”字，究
竟應該讀 ｘｉｎ４，還是讀 ｓｈｅｎ１？“君子遠庖廚”的 “遠”，應該讀上聲還是去
聲？這是正音問題；實際讀出來的音，完全是現代漢語的語音。同樣地，顔
之推最後確定的標準音系，必然是當時的音系，基於當時的政治文化的現
狀，他提出了金陵與洛下兩個代表性音系的主張。
所以，顔之推的標準音觀念，本質上是以“現代”的權威方言音系，來規
範讀書音。他之所以提出金陵與洛下兩個標準音系，首先是因爲兩者都是
帝王都邑的方言，是當時的權威方言；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因爲兩個音系
的音值應當是大同小異。陳寅恪説：
永嘉南渡僑寓建鄴之勝流，率皆典午中朝仕居洛下之名士。此類
名士，其父若祖，本多爲翊成司馬氏帝業之功臣，其遠祖則又東漢時以
經明行修致身通顯之儒士也。洛陽者，東漢、曹魏、西晉三朝政治文化
之中心，而東晉、南朝之僑姓高門，又源出此數百年來一脈緜延之仕
族，則南方冠冕君子所操之北音，自宜以洛陽及其近傍者爲標準矣。
①

東晉南渡的士族所操的建鄴音，就是同一批人在洛陽時所操的洛陽音，所
以南朝金陵音與北朝洛陽音本是同根同祖。當然，永嘉南渡之後，洛陽陷
於北方民族統治，建鄴則處於吴語包圍之中，到顔之推時，已歷約二百年的
時間，其間的共時差異，也必然存在，《音辭》云：
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
日難分。而南染吴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
②

陳寅恪《從史實論切韻》，《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版，第 ３８５
頁。
第 ５３０ 頁。
② 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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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自其異者視之，則洛陽音北雜夷虜，金陵音則南染吴越，所謂 “皆有深
弊”；但自其同者視之，則二者同出永嘉之前之洛陽音，皆當時士族所宗奉
之正音，雖經二百年之演變，其差異不可能太大，雙方必定還在可以通話的
範圍之内，否則就不是“染”和“雜”的程度了。
所以，顔之推所説的“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
這個“折衷”，其實只是對古書讀音的具體的字詞的折衷，作爲讀書音的音
系標準的洛陽音和金陵音，本來就是同一個系統，差别是次要的。
假如按照顔之推的方式，將漢語中的所有的詞按照韻類區分出來，就
是陸法言的《切韻》要做的事情。事實上，顔之推正是《切韻序》所稱“我輩
數人，定則定矣”的關鍵人物之一。但是《切韻》的實際效果卻跟顔之推正
音的目標完全不同，因爲《切韻》的根本目的，是在於 “賞音”。《序》謂 “欲
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可見《切韻》的編撰，主
要並不是用來押韻，以廣文路而已，而是以一種音韻學專家的專業水平，對
每一種細微的區别都儘量區分開來，《序》所謂“剖析毫釐，分别黍累”，窮究
每一韻之間的區别。所以陸法言的 “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雖然也帶
有正音的意義，但其主要目的是“捃選精切，除削疏緩”，彰顯出不同於尋常
人的“知音”能力。因此，《切韻》並不在乎金陵音還是洛下音，只要是符合
古音古注，符合過去的韻書相沿的區分，它也儘量區分，由此才造成了一個
龐大的音系。羅常培論《切韻》的分韻時説：
《切韻》的分韻是採取所謂“最小公倍數的分類法”的，就是説，無
論哪一種聲韻，只要是在當時的某一地方有分别，或是從前的某一個
時代有分别，縱然所能分别的範圍很狹，它也因其或異而分，不因其或
同而合。
①

也就是説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有分的現象，《切韻》就分。這話可能有點絶
對，因爲陸法言《序》中也明説，要“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既然有是非通
塞，那就必定還是有取捨的。但是《切韻》的基本精神是分，這一點，應該是
不錯的。
①

羅常培《切韻魚虞的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收入《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
年第 １ 版，第 １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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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法言的《切韻序》，不僅參校考覈的標準與顔之推的《音辭》一貫，而
且行文用詞也非常相似。顔之推與陸法言都有正音的意識，都有標準音的
觀念，這可能也是六朝學者的共識。但是無論是顔之推還是陸法言，恐怕
都没有想過要構造一個音系。有意思的是，《切韻》“參校方俗，考覈古今”
的做法，在客觀上竟造成了一個自足的體系，融匯古今殊方。後世的各種
方言，幾乎都可以從中找到源頭。

三、“洛生詠”與實際的語音
六朝學者有正音的願望，有權威方言的標準音觀念，這跟當時政治生
活的實際需求有關。東晉南渡之後，一個人説話的語音，成爲其身份與文
化的標誌，影響其政治地位。因此，這個時期的文獻中關於 “語音不正”的
記載非常突出。但從實際語言學習的情況來看，一個方言區的人學習權威
方言，是很難達到非常標準的程度的。以我們今天從小學就開始在學校普
及普通話的教育力度來看，各個方言區的人雖然從小學習，但到成年以後
説出來的普通話，一般多多少少會帶着本地的口音。那麽六朝人所説的
“語音不正”，也就可以理解爲是一種普遍現象，而不是個别現象。
也就是説，六朝人雖然以金陵或洛下方言爲權威方言，以其語音爲標
準音，但是實際生活中存在的，其實都是帶着各自的南腔北調的折衷口音。
東晉葛洪（２８４—３６４）是江蘇句容人，其《抱朴子外篇·譏惑》云：
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 余謂廢已習之
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
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
①

從葛洪的描述來看，吴人效北語，“轉易其聲音”而“不能便良”的，應該是一
種常見的現象。《顔氏家訓·書證》篇云：
或問曰：“東宫舊事，何以呼‘鴟尾’爲‘祠尾’？”答曰：“張敞者，吴
①

見楊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箋》，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７ 年第 １ 版，下册第 １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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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造作書字耳。吴人呼‘祠祀’爲
‘鴟祀’，故以‘祠’代 ‘鴟’字；呼紺爲禁，故以糸傍作禁代紺字 …… 諸
如此類，專輒不少。 ”
①

張敞是當時著名的學者，仍然難免此譏，參照《音辭》篇所云：
至鄴以來，唯見崔子豹、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辭，
少爲切正。
②

可見能够“切正”的學者只是極少數而已。
吴人説吴語，方言區的人學習權威方言，很容易成爲一個折中性質的語
音系統，這一點比較容易理解。但即便同是北方移民，由於北方區域廣闊，
方音歧異明顯，因而也往往帶着很明顯的地方口音。陳寅恪已經指出：“北朝
之使臣與晚渡之流輩，其語音亦往往爲南方人士所輕笑者，蓋北人多不能操
用純正都邑之語音故也。”例如《北齊書》卷三五《裴讓之傳附弟讞之傳》云：
楊愔每稱歎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裴讓之、諏之、
讞之兄弟也）全無鄉音。”

可見山西人説“通語”，全無鄉音是非常特别的例子，一般的士人是很難做
到的。又《梁書》卷四八《儒林傳·盧廣傳》云：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 諶没死冉閔之
亂，晉中原舊族，諶有後焉。廣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 時北來
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説，而音辭鄙拙。唯廣言論
清雅，不類北人。
③

這麽多當時的著名學者，竟然都“音辭鄙拙”，只有盧廣“言論清雅”，可謂特
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第 ４９１ 頁。
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第 ５３０ 頁。
第 ３８８ 頁。
③ 陳寅恪《從史實論切韻》，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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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音辭》還經常批評“河北學士”：
河北學士讀 《尚書》云好生惡殺，是爲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
通矣。
河北切“攻”字爲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爲僻也。

可見《音辭》中所批評的“今之學者，語亦不正”，不是個别學者的偶然現象，
而是一個普遍現象。
政治地位較高的人，也面臨同樣的情況。《音辭》説：“吾見王侯外戚，
語多不正，亦由内染賤保傅，外無良師友故耳。”身爲皇帝的宋高祖劉裕，
《宋書·庾悅傳》云其“累葉江南，楚言未變”。又《南史·胡諧之傳》：
建元二年……上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傒音不正，乃
遣宫内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
未？”諧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頓成傒
語。”帝大笑，遍向朝臣説之。
①

可見《音辭》所説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音辭》“南染吴越，北雜夷
虜”，也許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可能是傳統社會中，通過模仿權威方
言自發而成的“通語”必然會形成的特質。
漢字不是拼音文字，所以這種實際通行的不標準的 “通語”，無法直接
反映在文字上。如果比照西方的拼音文字的記録，也許能更好地證明這種
“語音不正”的嚴重性。拉丁語是羅馬帝國以後歐洲的“通語”，當基督教最
初被法律確立爲國教時，一種訛誤百出的拉丁語已經成爲所有西歐國家的
共同語言。因此，教會的禮拜儀式，以及在各教堂裏誦讀的《聖經》譯本，都
是用那種訛誤百出的拉丁語，亦即，作爲通語的拉丁語，實際是受到各國本
土語言的影響而“訛誤百出”的各種拉丁語的變體 。
②

③

李延壽《南史》卷四七，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５ 年第 １ 版，第 １１７６ 頁。
魯國堯認爲“南染吴越，北雜夷虜”的南北是指北方通語和南方通語，雖然與本文的觀點不同，
但是也很有啓發。見其《“顔之推謎題”及其半解》，原刊《中國語文》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收入《魯國堯語言學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第 １ 版，第 １３６—１８０ 頁。
謝宗林譯，臺北：先覺出版公司 ２００５ 年初版，第 ４３５ 頁。
③ 亞當·史密斯《國富論》卷五，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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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期的傳統社會中，雖然存在權威方言，但並不存在近代以來的所
謂標準語音的概念。當時不大可能真正做到以某一地，包括首都語音爲標
準語音的共同語。實際存在的，一直都是一種以帝王都邑爲模仿對象，帶
着説話人各地方言特色的權威方言的變體。過去講的“官話”或“通語”，應
該都是這種狀況。
那麽，在實際的語言中，有没有可能産生一種讀書音，超越當時的洛陽
音或金陵音，被公認爲是“雅言”的標準音在使用呢？
我想是没有的。因爲如果有的話，顔之推就不需要提出金陵音與洛下
音，直接以那種語音爲標準音就可以了。不過，陳寅恪在 《從史實論切韻》
中提到一種叫做“洛生詠”的洛陽古音，是東漢以來洛陽太學生代代相傳的
實際讀書音。這對於我們的看法似乎是個反證。不過，仔細考察文獻的記
載，陳先生對“洛生詠”的理解是有問題的。
“洛生詠”的確是當時的讀書人非常尊崇，並且實際在模仿的一種 “標
準”。《世説新語·雅量》云：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 王甚遽，問謝
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
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
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王、謝始齊名，於此始判
優劣。

劉孝標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
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斅其詠，弗能
及，手掩鼻而吟焉。

又《南齊書》卷四一《張融傳》云：
（宋孝武世）出爲封溪令。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
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

陳寅恪先生説：此“洛下書生詠”，“殆即東晉以前洛陽之太學生以誦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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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之雅音諷詠詩什之謂也。”張融“臨危難而猶能作洛生詠，推究其故，豈不
即以平日熟諳北語邪。然則南士之語音逐漸同化於僑姓高門，斯足爲一例
矣。” 余嘉錫也用此説：“洛下書生詠者，效洛下讀書之音，以詠詩也。” 這
個觀點似乎已經爲現在的研究者普遍接受，就管見所及，尚未發現有不同
的意見。
謝安在桓温面前作洛生詠，必定是一件非常人所能的事情，否則何以
能令桓温震動？如果這種洛生詠果真是東晉以前的太學生的讀書音，那麽
它必然跟當時士人一般的讀書音有很大差異，並且只有少數人纔能做到，
否則又有什麽奇怪的呢？如果僅僅是用平常唸書的方式，即使在充滿殺氣
的情景下唸幾句嵇康的詩，（程炎震 《世説新語箋證》云：“嵇康 《贈秀才入
軍詩》：‘浩浩洪流，帶我邦畿。’” ）這樣的事情一般人恐怕也不難做到，就
算是恐狀“見於顔色”的王坦之，唸幾句熟悉的詩文怕是也不難。
而《世説新語·輕詆》云：
①

②

③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劉孝標注云：
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寅恪先生已經指出，所謂老婢聲的洛生詠，乃是一種盲目模仿的 “變體”：
“洛陽舊音，本無偏失，而謝安以鼻疾之故，發重濁之音，時流之作洛生詠
者，遂奉爲楷模，斅其訛變。顧長康所譏者，實指此病而言也。” 這是完全
正確的。但從人問顧愷之何以不作洛生詠來看，洛生詠實是當時讀書人普
遍在使用的讀書音，而顧愷之卻故意不用，那麽他用什麽語音來讀書呢？
既然是讀書人通用的讀書音，那麽謝安在桓温面前作洛生詠，又有什麽值
得桓温敬畏的呢？
更難以自圓其説的是，張融出爲封溪令，封溪在今越南附近，此處之强
④

陳寅恪《從史實論切韻》，第 ３８６，３８４ 頁。
余嘉錫《世説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第 １ 版，第 ８４５ 頁。
第 ３７０ 頁。
③ 余嘉錫《世説新語箋疏》，
第 ３８７ 頁。
④ 陳寅恪《從史實論切韻》，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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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聽他作洛生詠，竟然“異之而不害”，難道是這些盜賊知道張融是在用洛
陽古音唸書嗎？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們可以肯定他們的驚奇，必
定别有緣故。
洛生詠的真正意義，其實古書有明確的記載，《晉書》卷九二《文苑傳·
顧愷之傳》云：
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 又爲吟詠，自謂得先賢
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爲散騎常侍，
與謝瞻連省。 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遥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 瞻將
眠，令人代己，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

顧愷之自矜自己的“吟詠”乃“得先賢風制”，又“夜於月下長詠”，而不屑於
“洛生詠”，可見洛生詠乃是一種“吟詠”，是以一種特殊的韻律節奏來誦讀
詩文，具有音樂性。這個意思，其實從“洛生詠”的“詠”字就可以得到證明。
這種吟誦的方式來自東晉以前的洛陽太學生倒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肯定不
是指洛陽太學生發明的特殊的讀書音。
從這個意義出發來理解古書記載的各個事例，無不迎刃而解。由於
洛生詠是一種音樂化的吟誦，謝安在殺機四伏的環境下，以之吟誦嵇康的
詩歌，仍然能够保持吟誦的特定的韻律節奏而不變，這是真正考驗人的内
心世界的修養的，跟 《三國演義 》中諸葛亮唱空城計時在樓上彈琴而琴
聲不亂 ，是同樣的道理 。 又張融爲盜賊所迫 ，而作洛生詠 ，强盜恐怕是
聽不懂他在吟誦什麽的 ，但是由於他的吟誦具有音樂性 ，而且鎮定自
若 ，因此會讓强盜折服 ；折服强盜的不是他的讀書音 ，而是他的吟誦
方式 。
東晉以後的這種吟誦，可能跟佛教的 “轉讀”有關。東漢初，佛教已經
傳入中國，魏晉以後，譯經事業興起。梵語佛經跟我國早期的詩歌相似，都
跟音樂結合。佛經的誦讀有一定的曲調，稱爲“轉讀”。慧皎《高僧傳》卷一
三《經師傳論》：“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爲唄。至於此土，詠經則
稱爲轉讀，歌贊則號爲梵唄。”士人受佛經啓發，也以特定的韻律節奏誦讀
漢語文獻。張融所遇到的盜賊，很可能誤以爲他在念佛經，也有宗教上的
震懾作用。
謝安等人作“洛生詠”時所用的語音，應該就是當時的洛陽音。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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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南渡，其所用的語音無疑就是寅恪先生所説的，是東晉以前的 “洛陽
京畿舊音系統 ”，這個系統就是由他們帶到了建鄴 ，而成爲當時金陵士
族的標準語音 。 寅恪先生進一步認爲這種語音是來自東漢太學的讀
書音 ：
考東漢之時，太學最盛，且學術文化，亦有綜合凝定之趨勢。頗疑
當時太學之音聲，已爲一美備之複合體，此複合體即以洛陽京畿之音
爲主，且綜合諸家師授，兼採納各地方音而成者也。
①

這個結論是否正確，可以繼續商榷，但是寅恪先生認爲洛陽太學之音聲，是
一個美備之“複合體”，的確是非常有啓發的。在傳統社會中，凡是模仿權
威方言而説的通語，實際效果基本上都是一種南腔北調的“複合體”。
總結上文，我們可以得出兩個比較確定的結論：
第一，魏晉南北朝時期，士大夫心目中存在着權威方言的標準音觀念，
而且普遍存在以這種標準音，即當時的金陵音或洛陽音，來規範讀書音的
正音現象。權威方言的存在，是經過長期的歷史時期形成的，而且未必只
有一個，有時可能有兩個。但是前提是兩個權威方言的差别並不大，否則
恐怕就只能人爲地選定一個了。自東漢以來，士大夫心目中可以作爲標準
音的，是洛陽音系，東晉以後，北朝的洛陽音與南朝的金陵音，都是它的直
接繼承者。從根本上説，六朝時期的標準音系，是洛陽音。
第二，雖然有權威方言或標準音觀念存在，但是現實生活中實際的“通
語”，是參雜各種方音成分的漢語變體。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普通話的概
念確立之前，貫穿整個傳統社會歷史時期。
由於先秦時期，中國社會在政治上不如中古以後統一，在交通上也不
如中古以後發達，所以在語言上恐怕也不會比中古時期更容易統一。因
此，以上兩個結論，也許可以作爲我們討論先秦時期的雅言和權威方言時，
經常用來比較的一把尺度。古代社會没有現代語言學的語音系統觀念，推
廣標準語的力度也遠遠不能跟現代相比，所以，先秦時期各地人實際所説
的雅言，也同樣應該是一種參雜各種方音成分的南腔北調的變體。
①

陳寅恪《從史實論切韻》，第 ４０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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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周時期的雅言
商朝後期的政治中心在河南北部，其疆域則大致包括今天的山西、河
南、河北、山東西部、安徽北部。周人的活動區域在今天的陝西渭水流域。
商周本來是東西兩個民族，武王克商之後，周成爲替代商的一個朝代。
周人本民族的語言與商民族的語言究竟是否都是漢語？如果是漢語，
它跟商人的漢語之間究竟有多大的方言差别？這些問題目前很難回答。
但是也有一些相關的史實，已經可以確定。
首先是商末周初，周人的上層貴族必定已經在使用漢語了，這是確定無
疑的。周原甲骨文中有武王克商之前的材料，這是目前所見的有關周人的語
言的最早的記録。從周原甲骨文和西周初年的金文來看，不管周人的本民族
語言是什麽，周人的貴族階層肯定是會説漢語的。因爲如果是用漢字來記録
另外一種民族的語言，就是音讀或訓讀，在語序和語法上就不可能按照漢語來
理解，這一點，對比日本人借用漢字來記録日語和漢語的文本，就很容易理解。
其次，西周初年的周人所説的漢語，在語音上和商人之間是否有方言
的差别，目前還缺乏證據。但是有一些詞彙上的例子可以説明商周之間有
方言差異。除了一些祭祀上的專有名詞之外，例如語氣詞“思（甶）”，在商
代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没有看到，可能是周人的方言。這個語氣詞見於 《詩
經·魯頌·駉》“思無邪 ”“思無疆 ”“思無期 ”“思馬斯臧 ”等。又如 《爾
雅·釋天》記載古代説到“年”時，有不同的名詞：“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
唐虞曰載。”唐虞和夏，我們今天没有確證，但是 “商曰祀”“周曰年”，的確
有可能是商周方言的差異。在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紀年都是用 “祀”，且
通常在文末，例如四祀邲其卣“隹王四祀翼日”。西周初年的金文上大都承
襲了商代的習慣，也用祀，例如成王時期的何尊，末云“隹王五祀”。但是周
人很快就開始用“年”來記時，例如康王時期的大盂鼎，末尾仍然云“隹王廿
又三祀”，但同時期的庚嬴鼎，則一開頭就説“隹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
昭王時期的作册睘卣，也是一開頭就説 “隹十又九年”。到了西周中後期，
商代的以祀紀年的習慣基本消失。
但我們今天能看到的記載其實都是書面語，當時周人和商人的口語語
音情況如何，完全没有證據。從今天的陝西西安與河南安陽兩個地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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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河南話與陝西話之間雖然同屬北方方言，二者在語音上的差别還是明
顯的。現代社會交通方便，而且政治上統一，人口流動頻繁，在這樣的背景
下，二者之間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方音的差異，那麽，在商周時期，他們的口
語音差别應該更大纔對。
那麽，當時是否存在共通的雅言呢？我想是有的，我們可以從兩個方
面來論述。
第一，漢語在當時已經成爲各個族群的通語。這是因爲當時各地諸侯
國所用的文字都是商人的漢字。當然，用漢字並不意味着他們一定説同一
種漢語，即使語言完全不同的其他民族也可以用漢字。但是西周金文表
明，他們不僅用漢字，所用的詞彙、語法和表達的意義都是漢語。因此，可
以肯定，所有的漢字記録的都是漢語，而不是其他語言。西周初年，周王室
和貴族的青銅器與商人的青銅器，不僅在鑄造風格上是一脈相承的，在語
言上也看不出本質的區别。剛剛滅商後就鑄就的天亡簋，成王時期的利
簋，與商代末年的銘文幾乎是無縫銜接。不僅是周王朝如此，西周時期各
地的諸侯國青銅器銘文也是如此。例如北國的北伯■卣 （北白■乍寶尊
彝），北子宋盤（北子宋乍文父乙寶尊彝），北子方鼎（北子乍父癸寶尊彝）；
出土於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的菫鼎、圉卣，及燕侯旨鼎；１９９２ 年山西曲
沃北趙村晉侯墓地出土晉侯蘇鐘；１９７８ 年河北省石家莊元氏縣出土的邢國
青銅器（臣諫簋等）；出土於河南浚縣衛國墓地的衛國青銅器■尊；出土於
南陽盆地的鄂侯馭方鼎；西周末年秦國的不其簋等等。這些都可以證明，
西周分封的各個諸侯國，至少其上層的貴族，無論是否姬姓部族，都是説漢
語的，而且這種漢語跟商以來的甲骨文、金文有高度的一致性。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西周時期，有些諸侯是稱王的，例如陝西西部的夨國，自稱夨王，
如夨王方鼎（夨王作寶尊鼎，集成 ２１４９），夨王簋（集成 ３８７１），夨王壺（夨王
作寶彝，集成 ６４５２）等；西周中期（可能是懿王時）的羋伯簋，銘文云 “歸夆
敢對揚天子不= 魯休，用乍朕皇考武羋幾王尊簋”，稱其皇考爲“幾王”。這
些稱王的諸侯，應該是跟周王不同族的，但他們也都用漢字漢語。這説明，
當時的漢語，已經成爲上層貴族的共同語。到了春秋時期，就更是如此。
楚、邾、吴、越等民族的青銅器都是漢字與漢語。又如當時的姜戎，是羌戎
的一支。襄十四年向之盟，《左傳 》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
朝……對曰：‘……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
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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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瞢焉。’賦《青蠅》而退。”這是姜戎與諸夏言語不通的直接證據。不過，有
意思的是，這位姜戎的國君戎子駒支，不但能以華語對范宣子，而且能賦
《青蠅》之詩。這説明當時的華夏文化圈内的很多其他民族的貴族，都是可
以用漢語來交流的。或者説，漢語是當時的通用語言，好比是今天的英語，
是全世界的通用語言一樣。從那些稱王的諸侯所用的青銅器銘文也都用
漢字漢語來看，應該在西周時候漢語就已經是通語了。
第二，《尚書》的誥誓可以證明四方諸侯有共通的語音。《尚書》中有多
篇周公的誥誓，有些篇章如《多士》《無逸》，是周公對殷商的遺民直接發佈
的講話，可見周公與殷商的貴族之間是可以直接對話的。也許會有人懷
疑，周公的誥命，也有可能是懂得商人方言的史官代替他宣讀的。這種懷
疑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尚書》中的 《多方》一篇，《書序》云：“成王歸自奄，
在宗周，誥庶，作《多方》。”《史記·周本紀》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
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 《多方》。”這是周公平定
商奄之後的誥命。《多方》開篇云：“周公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所謂 “四
國”，乃是東南西北四土之義，四國多方，是汎稱四方諸侯。誥命的對象既
然是“四國多方”，那麽四國多方之人，一定都能聽懂他的話，他説的話必定
是一種共通語。即使是史官代宣，史官也只能説一種方言，既然四國多方
之人都能聽懂，那麽，當時就必定流傳着一種類似通語的雅言雅音。
另外，從商周青銅器銘文的一致性，以及春秋時期宋人與周人之間交
流無礙的狀況來看，商周貴族之間有共同的語言，應該也是可以肯定的。
那麽，這種共同語，或者説雅言，其標準音是哪個方言的呢？或者説，
當時的權威方言是哪個？
西周定都豐鎬，很自然會讓人想到西周時期的雅言應該是以鎬京一帶
的語音爲標準音的。但是，從中古的情況來看，雅言標準音的形成，是一個
長期的歷史積澱過程，不可能在短時間内迅速改變。周人克商，是一個經
濟文化落後的小邦周，顛覆了經濟文化發達、疆域廣大的商王國。商王朝
存在的時間不少於 ５００ 年，盤庚遷殷，以淇縣、安陽爲首都的歷史就有大約
２７０ 年。在這樣的情況下，
至少西周初年的雅言，其基礎方言必定是商人的
語言，而不可能是周人的語言。按照古代帝王都邑權威性的特點，雅言的
標準音應該是以安陽一帶的語音爲基礎纔對。
以上是西周初年必定會出現的情況。但是西周中期以後，是否還是如
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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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貴族既然掌握了雅言，而且是以商人的方言爲權威方言，那就
説明當時的鎬京一帶的雅言與商人的雅言必然是非常接近的，這也是周公
何以能够直接對殷民訓話的原因。如果周人的本族語言不是漢語，那麽他
們最後顯然是放棄了自己的語言，融入了雅言的系統。如果周人的本族語
也是漢語，並且跟商人非常接近，那麽，其後的雅言仍然是商人雅言的延
續。如果周人本族的漢語跟商人的雅言差别很大，那麽隨着周王朝的建
立，鎬京成爲首都，西周後期的雅言有没有可能慢慢變成以鎬京一帶的口
語音爲標準呢，以至到春秋以後，鎬京音成爲雅言的標準音呢？
我們認爲，這種可能性不大。原因至少有二。
首先，是從語言的演變規律來説，一種通用語形成之後，它當然可以受
到其他强勢方言的影響，慢慢向新的强勢方言靠攏，但這種情況是需要相
當長的歷史時期纔有可能。因爲要讓原有的雅言轉换成另一種方音標準，
就等於是放棄了原來的通用語，改换成另一種通用語，那就必須使這種新
的標準音，擴散到全國範圍内的貴族階層（士以上）。這在我們現代社會都
難以做到，在當時的交通和教育條件下，其難度可想而知。現代漢語的普
通話確定爲以北京音爲標準，並非簡單的行政命令，而是由於北京延續了
遼、金、元、明、清幾百年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而自然形成的。在傳統社
會，權威方言的形成都是自發性的，所以必須經過長時間的歷史積澱，這也
是爲什麽古代的權威方言往往要强調 “古”的原因。西周的情況與唐代的
情況非常相似。唐代首都長安，洛陽是陪都，但唐代李涪 《切韻刊誤》云：
“凡中華音切，莫過東都，蓋居天地之中，禀氣特正。”李涪以洛陽之音爲天
下之正，而不以長安音爲正，顯然是跟漢魏以來洛陽方音長期處於權威方
言的地位有關係。
其次，西周建立之後，很快就在洛陽興建東都，洛陽被認爲是當時的
“天下之中”，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上都有特殊的地位。洛陽，不僅是成周
貴族的聚居地，也是殷商貴族遺民的聚居地。《多士》書叙云：“成周既成，
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過去有洛陽分成周、王城二城之説，成周乃殷頑
民所居，王城乃周人所居。成周與王城究竟是否一座城，雖然有爭議，但二
者同是東都的兩個部分，卻是可以肯定的。周人有意識地把洛陽作爲宗教
文化的中心，稱之爲土中。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爲權威方言的，最有可能
的，就是洛陽音，因爲洛陽音是商代雅言的延續。這種情況，跟東晉以後的
建康（金陵）音就是西晉以前的洛陽音的延續，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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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語音、樂律與水土
小川環樹、平田昌司曾説，漢魏以來的學者没有嚴格區分語音和樂律，
魏李登《聲類》十卷 “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封氏聞見記》二 “文字”）；
晉吕靜“倣故左校令李登 《聲類》之法作 《韻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爲一
篇”（《魏書·術藝列傳·江式》）；劉勰《文心雕龍·聲律》很明確地指出了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宫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
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
漢魏以來的學者没有嚴格區分語音和樂律，這是有道理的。不過，更
準確的説法，也許是：魏晉以前的學者是把語音作爲聲律中的一類來對待
的，並不嚴格區分語音和樂律爲兩類事物；而魏晉之後，語音逐漸從聲律中
獨立出來，但二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一直到唐宋以後還繼續保持。平田昌
司進一步提出：討論洛下音正，不能忽略“土中”的觀念，他説：語音跟“鐘
律”性質相近，聲隨地氣發出不同的讀音。《漢書·地理志下》云：“凡民函
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天下語音的標準也應
該在“土中”。《文選》卷六左思《魏都賦》：“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
李善注引《史記·貨殖列傳》云：“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漢代的潁川郡
和南陽郡指今河南省禹州市、南陽市一帶，也可以認爲是洛陽一帶 。
這個意見對我們很有啓發。如果從語音、樂律這個角度來看西周初期
在“土中”建立洛陽這個陪都，對於我們理解當時人心目中的標準音或權威
方言，無疑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方音與水土的關係，在秦漢以後可能是一個共識。不僅見於上引 《漢
書·地理志》，《淮南子·墬形》已經有類似的説法：
①

②

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
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
小川環樹《反切の起原と四聲および五音》，見氏著《中國語學研究》，東京：創文社 １９７７ 年，第
—５３ 頁。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漢語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版，第 １１２ 頁。
第 １１２ 頁。
② 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漢語史》，
①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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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又見於《顔氏家訓·音辭》：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
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鈋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 然冠冕君子，南方
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
①

洛陽音之所以爲天下之正，是由於洛陽居天下之中。這種觀念，在唐宋以
後，是有確鑿的證據的。唐代李涪《切韻刊誤》云：“凡中華音切，莫過東都，
蓋居天地之中，禀氣特正。”後來寇準與丁謂在政事堂閑論天下語音何處爲
正，寇準説：“唯西洛人得天下之中。”（《説郛》引宋代筆記 《談選》）陸游也
説：“中原唯洛陽得天下之中，語音最正。”（《老學庵筆記》卷六）可見唐宋
時期，洛陽因地之中得音之正的觀念，是相當牢固的。
那麽，這種觀念最早能追溯到什麽時候呢？
一方面，洛陽爲天下之中的觀念，無疑西周初年就已經存在了。這已
經成爲學界的共識，似乎不必詳論，這裏只舉最關鍵的證據。《尚書 · 召
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於
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洛誥》云：“孺子來相宅 …… 其自
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這一點，也已經爲西周初年的青銅器何尊
銘文所確證：“余其宅兹中國，自兹乂民。”
另一方面，土中與語音相配的觀念，雖没能找到西周時期的直接的證
據，但是可以舉出一些間接的證據。方位之中與音律之正相配的觀念，已
經見於《禮記·月令》《吕氏春秋》等文獻，都是將五方與聲律相配。又《漢
書·律曆志》也説：“宫，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中
古時候洛陽音得天下之正的觀念，應該與這種觀念有淵源。新近出土的清
華簡《保訓》云：“昔舜舊作小人，親耕于鬲茅，恐救 （求）中。自詣氒志，不
諱（違）于庶萬眚之多欲。氒又施于上下遠埶（邇），乃易立 （位）埶 （設）詣
（稽），測陰陽之物，咸川 （順）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實弁名，身兹備，隹
允。翼翼不解，甬乍三降之悳。”從“上下遠邇”“易位”這樣的詞來看，這裏
講的“中”也跟方位有關，“得中”的一個重要内容是 “測陰陽之物，咸順不
逆”，應該包含音樂聲律，因爲聲律是古代陰陽調和的出發點。《吕氏春
①

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第 ５２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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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察傳》：“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
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
《續漢書·律曆志》：“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爲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
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保訓》的内容講述的是西周
初年文王傳授武王“中”的思想，竹簡年代是戰國中期，其文獻的形成年代
應該更早。又《周禮·大司徒》有具體的求地中的方法：“以土圭之灋測土
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
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講的也是土中與
陰陽調和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南齊書·劉瓛傳》有一段話講到土中與
陰陽律數的關係，跟《周禮》可以呼應：
初，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
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仿佛。”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凡
鐘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
頗，音律乖爽。”

這個“中土”，初看很容易讓人以爲是指中原地區，但是從“土氣偏頗”來看，
顯然還是指地中。地中與陰陽有關，樂律也要得陰陽之正，這些概念之間
是有相通的邏輯關係的。《周禮》的成書年代雖然可能也要晚到戰國，但是
其所載内容往往與春秋時期的制度相合。所以方位之中與樂律結合的觀
念，應該不會晚於春秋時期。
將以上第一點西周初年就已經有“土中”的説法，跟第二點土中與樂律
調和的觀念不會晚於春秋時期，兩者結合起來，那麽，至少到春秋時期，作
爲“土中”的洛陽可以代表天下語音之正的觀念，應該是非常可信的。
鑑於魏晉以前，語音與樂律不分的事實，下面我們再考察一下西周以
來的雅樂問題，來看看能不能進一步將上面這個結論繼續往春秋以前
推進。

六、周初雅樂與雅言的變遷
周人以小邦周，克大邑商，完成了政治上的更迭，它需要進一步在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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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性或文化的意識形態層面，提出自己的主張。周人在建立自己的意
識形態的過程中，採取了宗夏貶商的策略。
宗夏，是以夏人自居，以“禹跡”概諸夏，宣稱自己是夏人的繼承者。夏
人的活動中心區域，乃是古代所謂的“三河”地區，即黄河圍繞的山西南部、
河南北部和西部，但也延伸至黄河以南的淮河流域的上游。洛陽就在黄河
南岸，是“有夏之居”（《度邑》），洛陽以南的這片土地，就是西周以來所謂
的“南土”或“南國”。從地理上講，洛邑的確也是“四方入貢道里均”的“天
下之中”（《史記·周本紀》）。
從《逸周書·度邑》的記載來看，周人滅商之後，武王首先考慮的就是
“建中”，即解除殷商的中心地位，建立新的中心。這個策略應該也跟《尚書
·洪範》的“皇極：皇建其有極”有關。傳統的經學把《洪範》説成是箕子向
武王所陳的策略，但是從《保訓》來看，這種建中的思想是文王傳給武王的，
《保訓》的記載似乎更合情合理。《洪範》的内容，不一定真的是來自箕子，
恐怕是後來的儒家對於周初思想的系統整理。
這樣，在洛陽建立天下之中，就跟繼承夏人的傳統合而爲一，宗夏與建
中就結合起來，堪稱完美，這就是以伊洛爲天下之中的來源 。
所以，宗夏的本質就是貶商。
不僅如此，在文化觀念上，也有意識地通過宣傳，試圖改變商文化的地
位。這一點，過去的學者似較少注意到。周人滅商之後，宣傳一種亡國之
社的“意識形態”，認爲是不祥之物。這就是 《春秋》屢見的 “亳社”。哀公
四年《經》云：“六月辛丑，亳社災。”杜預注 《左傳》云：“亳社，殷社，諸侯有
之，所以戒亡國。”《公羊傳》與 《穀梁傳》都説亳社乃亡國之社。《公羊傳》
“亳”作“蒲”，云：“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
而柴其下。”《穀梁傳》云：“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
屏戒也。”范寧注：“亳，即商也，商都於亳，故因謂之亳社。”三傳説法不完全
相同，但是亳社是殷人之社，卻是一致的。定公六年 《左傳》云：“陽虎又盟
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公及三桓是周人，所以盟於周社，國人是
商奄遺民，所以盟於亳社 。周人滅商，商社成爲亡國之社，這既是事實，也
①

②

徐剛《試論早期“中國”觀念的形成》對這些問題有詳細的論述，見《嶺南學報》復刊第 １０ 輯，第
—２３８ 頁。爲避免重複，此處不再贅述。
收入傅斯年《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② 傅斯年《周東封與殷遺民》，
第 １ 版，第 ７０—７８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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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周人刻意要宣傳的。《禮記·郊特牲》云：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 日用甲，用
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
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這是從陰陽學説的角度來貶斥亡國之社。
由此可以很自然地想到，原來作爲文明標準的商人的禮樂制度，恐怕
也不可能不受影響。周末的時候，流傳着殷商之樂乃亡國之音的説法。
《禮記·樂記》説：“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
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間
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
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則所
謂亡國之音者，即指桑間濮上之殷商之樂而言，而濮陽南正是殷商的中心
地區。鄭玄所講的亡國之音的故事，見於《史記·樂書》：
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 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
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
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
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
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
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
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平公曰：“何
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
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
“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
①

此事也見於《韓非子·十過》。《史記》的《樂書》，基本上是抄《樂記》，估計
這一段也是來源於古代的 《樂記》。《史記 · 殷本紀》也説紂王 “於是使師
涓（疑是師延之誤）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這大概可以代表周人
①

《史記》卷二四，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２ 年第 ２ 版，第 １２３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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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殷商音樂的有意識地貶低。
這種記載從戰國一直延續至漢代。《淮南子·原道》：“夫建鐘鼓，列管
弦，席旃茵，傅旄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
繼日。”戰國時代之中山國，處殷墟故地，《史記·貨殖列傳》云：
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
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爲
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宫，遍諸侯。然邯鄲亦漳、
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
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①

又《漢書·地理志下》云河内殷墟故地：
河内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内爲三國，《詩·風》邶、庸、衛
國是也。……而河内殷虚，更屬於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
故俗剛强，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
②

在商代，商王朝的音樂肯定是雅樂的代表，周人將殷商故地的音樂視
爲亡國的靡靡之音，當然就剥奪了殷商的雅樂正統地位，建立周人自己的
雅樂系統。周人的朝廷雅樂大部分可能來源於古代的雅樂，例如《周禮 ·
春官·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 《雲門》《大卷》《大咸》《大韶 》《大
夏》《大濩》《大武》。”鄭注：“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雲門》《大卷》，是黄帝
之樂；《大咸》又稱《咸池》，是堯樂；《大韶》是舜樂；《大夏》是禹樂；《大濩》
是湯樂；《大武》是周樂 。另一部分是當代的“雅樂”，例如《大戴禮記·投
壺》云：“凡 《雅》二十六篇，共八篇可歌，歌 《鹿鳴》《霾首》《鵲巢》《采蘩》
《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傅斯年已經指出，《投壺》所舉的雅歌，“好
幾篇今在二 《南》者，放在 《雅》中；《伐檀》一篇，又在 《魏風》，甚可怪 ” 。
③

④

⑤

《史記》卷一二九，第 ３２６３—３２６４ 頁。
《漢書》卷二八下，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２ 年第 １ 版，第 １６４７ 頁。
從召。
③ 原字從殸、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７ 年第 １ 版，第 １７２５ 頁。
④ 見孫詒讓《周禮正義》，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版，第 ３４ 頁。
⑤ 傅斯年《詩經講義稿》，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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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先生很明顯是把《投壺》所説的“雅”當作了《詩經》風雅頌之“雅”了，這
應該是誤會。《投壺》的這個“雅”，最合理的解釋，就是戰國末年到西漢時
期所謂的“雅樂”，與《漢志》“雅歌詩”之“雅”同義。
《投壺》的雅樂有多篇見於 《詩經》的二南，説明二南可能是當時的雅
樂。還有一個證據是，周人認爲南樂是“夏音”。《吕氏春秋 · 季夏紀 · 音
初篇》云：
禹行功，見塗山之女。 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 塗山氏之女乃令
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
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

塗山過去有多種説法，比較有影響的是在安徽當塗，與在嵩山附近的三塗
兩説。這是戰國晚期人明言所謂南音者，實乃有夏之音聲也。這個故事至
少可以説明戰國晚期人認爲南音與夏音之間有淵源關係。
那麽，更早時候如何呢？南地的音樂與文化在當時是比較高的，這是
有傳統的。傅斯年《詩經講義稿》曾經説：
這一帶地方雖是周室殖民地，但以地方富庶之故，又當西周聲教
最盛之時，竟成了文化中心點，宗周的諸侯每在南國受封邑。 其地的
人文很優美，直到後來爲荊蠻殘滅之後，還保存些有學有文的風氣。
孔子説“南人有言……”又在陳蔡楚一帶地遇到些有思想而悲觀的人。
《中庸》上亦記載“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而君子居之”。這
些南國負荷宗周時代文化之最高點，本來那時候崤函以西的周疆是不
及崤函以東大的。
①

西周以前這個地區的歷史，因爲缺少記載，所以不好論述，傅氏根據《詩經》
所載樂歌，推測南國在西周晚年最繁盛：
我們尤感覺南國在西周晚年最繁盛，南國的一部本是諸夏之域，
新民族（周）到了舊文化區域（諸夏）之膏沃千里中（河南、江北、淮西、
①

《傅斯年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第 １ 版，第 ２ 卷，第 ２０１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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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東），更緣邊啓些新土宇（如大、小《雅》所記拓土南服），自然發生一
種卓異的文化，所以其地士大夫家庭生活，“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
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周南》《召南》是這一帶的詩，《大雅》
《小雅》也是這一帶的詩，至少也是由這一帶傳出 ，其上層之詩爲
《雅》，其下層之詩號《南》。南國盛於西周之末，故《雅》《南》之詩多數
屬於夷厲宣幽，南國爲荊楚剪滅於魯桓莊之世，故《雅》《南》之詩不少
一部分屬於東周之始，已是周室喪亂，哀以思之音。
①

②

③

不過，西周時期，我國文明經過夏商兩代，已經臻於相當高的階段。無論從
考古發現還是文獻記載來看，南國物産豐富，具備多種戰略性的資源，尤其
是糧食和銅礦；文明程度相當高。按照人類歷史的一般規律，凡是自然環
境温和，物産極爲豐富的地區，人們容易有富裕的生活，文明的程度可能很
高，但其國家的組織未必發達。二南地區地理位置優越，山水豐富，資源富
饒，在這片土地上，早期的聚落星羅棋布，但没有大規模的國家形態，人民
的生活反而會比較富裕，天真，自給自足，無憂無慮。因而在文化或藝術的
方面，其水平往往高於那些具有大規模的國家組織的地區。從商代盤龍城
等遺址來看，商人對南地的控制已經有相當規模，否則商人不可能佔有那
麽豐富的青銅資源和龜甲等珍稀寶貝。西周時期，周人在二南地區封建了
很多國家，但事實上，在西周以前，這裏早已存在很多國家，其中有很多延
續到西周以後，周人只是接管舊國或者通過移民建立了一些新的國家。例
如《周南·汝墳》，詩序云：“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陳奂疏：
《釋水》“汝爲濆”，郭注引三家詩作濆。《水經注》：“汝水逕奇頟
城西北，濆水出焉，世亦謂之大■水。《爾雅》曰：‘汝有濆。’濆者，汝别
也。”……奇頟城在今河南南陽府葉縣東北，大■水出葉縣，東南流，逕
上蔡、新蔡縣境。 考二蔡文王子蔡叔國，然 《晉語》文王諏于蔡原，韋
注：“蔡，蔡公。”是文王時先有蔡國矣。《列女傳》稱 《芣苢》爲蔡人之
剛案：雅若爲周人朝廷之正樂，則與南正好構成當時雅樂之正聲。東遷之後，所謂諸夏者，其南
界實止於今南陽盆地一帶，再往南就是楚及南蠻。雅與南從地理上講，即包括嵩洛爲中心的黄
河兩岸，以至南國。
此言可疑，雅當是周京附近。
② 剛案，
第 ２ 卷，第 ２０２ 頁。
③ 《傅斯年全集》，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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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作，又陶宏景 《名醫别録》：“澤瀉生汝南池澤，汝南，蔡地。”以此驗
之，汝墳正值二蔡汝過之處。《序》云“汝墳之國”，其即蔡公等國歟？
①

可見祭本是周以前之古國。又《詩經》有《鄭風》，又有《檜風》，檜實即鄭之
古國，宣王之弟桓叔滅檜而建鄭國。檜本字作鄶，《説文》：“鄶，祝融之後，
妘姓所封，潧洧之間，鄭滅之。”西周昭王時期的員卣銘文云：
員從史旟 伐會，員先内（入）邑，員孚金，用乍旅彝。
②

會即鄶。昭王時與荊楚有較大規模的戰爭，此器大約與之同時，昭王伐祝
融之後，可以推測鄶國也應該是周人滅商之前早已存在的古國。另外，殷
墟甲骨文中有一個貞人的名字，從南從殳或攴，字形象敲擊樂器之形，此字
一釋爲“殼”。其左旁所從的字，與“南”字同形，看來在商代，南人就以音樂
聞名。《詩·小雅·鼓鐘》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則西周時期之南樂，
是可與西周朝廷的雅樂並稱的。從《詩經》所收的詩篇來看，也是如此。傅
斯年對二南和小雅、大雅做過比較，認爲 《毛詩》序所云變風 “發乎情止乎
禮”的説法，只適用於説二南，其他國風，邶、鄘、衛、王、鄭、齊、陳都包括很
多並没有節制的情詩；二南雖編排在 《風 》的部分，但其實與 《雅 》相近。
他説：
二南之作用實和其他《國風》有些不同：第一，二南的情詩除 《野
有死麕》一篇都有節制的；第二，二南中不像是些全在庶人中的詩，已
經上及士大夫的環境和理想；第三，二南各篇，如 《關雎》爲結婚之樂，
《樛木》《螽斯》爲祝福之詞，《桃夭》《鵲巢》爲送嫁之詞，皆和當時體制
有親切關係，不類其他 《國風 》詠歌情意之詩，多並不涉於禮樂。《小
雅》的禮樂在燕享相見成室稱祝等，二南的禮樂在婚姻備祀（《采蘩》《采
蘋》）成室稱祝等，禮樂有大小，而同是禮樂。《南》之不同於《風》而同於
《雅》者既如此之多，則説南、雅當是出於一地之風氣，可以信得過去了。
③

陳奂《詩毛氏傳疏》卷一，北京：中國書店 １９８４ 年影印漱芳齋版，第 ２８—２９ 葉。
此字右下與原從輿。
第 ２ 卷，第 １６７ 頁。
③ 《傅斯年全集》，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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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説南、雅出於一地，似可商，但二南中的很多詩與小雅、大雅中的詩篇相
近，確是事實。根據以上所述的理由，我們也很有把握地説，西周時期，南
地是文化，尤其是音樂藝術非常發達的地區。
在這樣的背景下，周人將南樂作爲夏音的代表，似乎就順理成章了。
周人不僅完成了政治中心的轉移，而且建立了新的禮樂文化的正統。後來
凡有王者出，必改正朔，制禮作樂，可能就是從這裏受到的啓發。南樂無疑
是在夏人的活動範圍之内，而且此地之文化傳統也的確深厚。南地音樂文
化的成就非常高，也可能跟巫風盛行有關。《論語·子路》：“子曰：‘南人有
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戰國時期的 《楚辭》，仍然是巫文化的
樂舞。
二南即是周人標榜的夏文化的代表。南樂，也是夏人之樂。
音樂是聲音的文章。對於人類來説，更爲根本的聲音，乃是語言。如
果在音樂和社稷這些重大的問題上，周人有宗夏黜商的意識的話，那麽，鑑
於魏晉以前，語音與樂律尚不區分的狀況，對於共同語的標準音，也很自然
地會有以“夏音”代替“商音”的想法。在伊洛建都的“求中”的策略，也可
以説是包含了語音的標準音，或者説雅言的認同問題。
這樣説來，西周時期，雅言的權威方言基礎，逐漸從殷商故地的淇縣、
安陽一帶，向洛陽、南地轉移，應該是與當時的宗夏貶商策略一致的文化現
象。周室東遷之後，西都廢棄，洛陽成爲唯一的新都，春秋以後，洛陽方言
毫無疑問已經成爲當時的權威方言。
《論語·述而》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執禮時
所説的話應該符合以《詩》《書》爲代表的雅言。孔子日常生活所説的口語，
肯定與雅言不同，所以雅言是當時貴族社會的通行語和書面語，這一點，應
該是可以肯定的。
執禮離不開音樂。詩書禮樂，在西周以來的禮樂文明中，是合而爲一
的。當時在貴族學校教授詩書的老師，往往也是樂官，精通音律樂舞。《周
禮·大司樂》云：“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焉。……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
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
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説遠人，以作動
物。”興道諷誦言語，應該是雅言；樂舞音律，應該是雅樂雅音。《禮記 · 王
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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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教以詩書。”《史記·孔子世家》説“子以詩書禮樂教”，可見，孔子“《詩》、
《書》、執禮，皆雅言”的“雅言”，跟雅樂雅音是相輔相成的。
春秋時期，《詩》《書》已經成爲當時貴族學校的教科書 （《國語 · 楚語
上》申叔時語）。孔子也以 《詩》《書》教授，墨家與儒家一樣，言必稱 《詩》
《書》，這些都説明當時的《詩》《書》已經有經典化的傾向。《書》始於虞夏，
《詩》始於二南，除了宗夏的政治正統之外，可能也包含着音樂上和語言上
的正統的意思，《論語·陽貨》云：
子謂伯魚曰：“女爲 《周南》《召南》矣乎？ 人而不爲 《周南 》《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爲什麽在孔子看來，二南如此重要，不爲《周南》《召南》，就寸步難行？因爲
《詩經》的二南就是諸侯國風的雅言雅樂，而 《詩經》的雅是王朝的雅言雅
樂，《詩經》的頌是宗廟的雅言雅樂。二南與其他各國之風有所不同，二南
是諸侯國共同的雅言雅樂，並不專屬於某一個國家。這樣，我們就能很好
地解釋傅斯年所説的《南》之不同於《風》而多同於《雅》的結論。而孔子在
魯國，對於諸侯的士大夫來説，要在諸侯爲官參政，如果不學諸侯之雅言雅
樂，自然猶如“正牆面而立”了。二南之所以能够成爲諸侯之雅樂，就是因
爲它是“得天下之中”的夏代的土風，不是某個諸侯國之方俗土風。
那麽，雅言的基礎、權威方言的變遷，在語音上，究竟會有多大的變
化呢？
商王朝的存在，不少於 ５００ 年。在遷往安陽之前，至少已經存在了 ２００
多年，較爲核心的地區，大體在今天河南省的中部和北部。就其疆域而言，
肯定已經達到河南的全境、山西的南部、山東的西部。伊洛、二南一帶早已
進入商的疆域，這些都是没有問題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考古發現的偃
師商城和鄭州商城等，都是商朝初年的大都市，就在洛陽的附近，很可能是
商湯滅夏前後的首都亳之所在；二里頭有夏代的文化層，二南一帶有登封
王城崗遺址、新密新砦遺址、禹州瓦店遺址，都是商代或早於商的文化層。
根據古代文獻的記載，這些地方本來都是夏人的勢力範圍。尤其是洛陽附
近的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跟安陽也並不遥遠，同在一塊大平原上，但是被
黄河分開了。洛陽與安陽的距離也不遥遠，如果説兩地的方音本來就差别
不大，應該也是合情合理的推測。而且，洛陽的建立，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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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就是要“遷殷頑民”，便於周人集中管理，其中的居民中必然有大量的商
人。如此説來，西周以後，雅言的權威方言從淇縣、安陽一帶轉爲洛陽方
言，實際上也只是“微調”而已，無論是現實的語音層面，還是心理接受的層
面，都不是困難的事情。這跟六朝時期，顔之推將當時的標準音定爲金陵
與洛下兩都，極其相似，因爲當時的金陵音與洛下音，本來就是同出一源，
大同小異。

七、餘

論

我們從中古標準音的討論，推論商周雅言的變遷，中間越過了秦與西
漢。秦與西漢建都長安，歷時約 ２４０ 年。在此期間，長安方言的影響應該是
很大的。但是，秦人雖然統一中國，但在統一之前，秦一直都不是文化上的
中心，東方諸國長期以夷狄視之；漢高祖又是以楚人入主長安，漢初的文學
之士，基本都起自關東，長安一帶方言能否逆轉洛陽方言的權威地位，是很
值得懷疑的。西漢晚期揚雄的 《方言》中，經常出現 “秦”“晉”“秦晉之故
都”“秦之故都”“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周晉”“周鄭韓”“周南”等地區，跟
“通語”“凡語”“四方之通語”不同，看不出來當時的權威方言爲何。周祖
謨説：“《方言》所記的語言，其中以秦、晉語爲最多，而且在語義的説明上也
最細，有些甚至於用秦、晉語作中心來講四方的方語。由此可以看出秦、晉
語在漢代的政治文化上所處的地位了。進一步來説，漢代的普通語恐怕是
以秦、晉語爲主的。” 這個觀察是否正確，也很值得懷疑，《方言》所記的都
是詞彙，對於判斷權威方言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值得注意的是，秦末農民
起義，項羽火燒長安，長安損失慘重。西漢末年農民起義，長安更是破壞嚴
重，人口劇減。《後漢書·董卓傳》有兩條非常重要的材料：
①

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宫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
舍，遂便時幸焉。 後移未央宫。 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
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
初，帝入關，三輔户口尚數十萬，自傕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
①

周祖謨《方言校箋序》，收入氏著《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版，第 ７００—７０１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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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四十餘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

①

周振鶴、游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認爲：“從這兩條材料來看，漢代關中和
中原一帶的方言應該已經混化。” 這個問題，也許尚可進一步研究，但是西
漢末年，長安人口凋零，東漢以後，長安方言不可能再有權威方言的地位，
應該是可以斷言的。
另外，第一條材料中“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這個記載，可能有
誇大。根據《漢書·地理志》，元始二年河南郡，包括洛陽在内的二十二縣，
户二十七萬六千四百四十四，口一百七十四萬二百七十九 ；又 《後漢書 ·
郡國志》河南尹，包括洛陽在内的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户二十萬八千四百
八十六，口百一萬八百二十七 ，二者均離 “數百萬口”之數差之甚遠。所
以，“數百萬口”可能是“數十萬口”之誤。不過，即使是數十萬口，在當時戰
亂條件下，也幾乎是“盡徙”洛陽人口了，《董卓傳》大規模的遷徙應該也是
事實。那麽就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從西周以來，洛陽方言的權威地
位雖然是延續性的，但是洛陽方言本身是一脈相承的，還是不同歷史時期
的洛陽方言，各有不同的來源？或者説，不同歷史時期的洛陽方言，可能是
完全不同的人群的語言融合而成的没有繼承關係的語言？這個問題，目前
尚難以回答，且待將來。
②

③

④

附記：本文寫成後，先後得到馬毛朋、趙彤、杜清雨、陳侃理、田天
等諸位師友的指正與建議，令我受益良多，謹致謝忱！當然，若有任何
錯誤，概由筆者負責。
（作者單位：嶺南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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